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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
———来自东西部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周立新,李　 智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　 400067)

摘要:中国家族企业正进入代际传承高峰时期,而国际化则是家族企业获取长期竞争优势与持续成

长的重要战略选择。 目前学术界关于代际传承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影响的文献,主要考察家族后代权力

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忽视了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 因此,文章在将中国家

族企业二代继任方式区分为渐进式继任方式和激进式继任方式的基础上,利用 2020 年 8 月至 11 月对重

庆和浙江等东西部省(直辖市)253 家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首次实证研究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

业国际化的影响,探讨代际权威、创始人政治身份和继承人年龄对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

的调节效应,并进一步研究国际化承诺对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的遮掩效应,以揭示二代

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机制与作用情境。 研究结果表明:与激进式继任方式相比,采取渐进

式继任方式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深度、广泛和快速地进入国际市场;代际权威、创始人政治身份、继
承人年龄会显著地削弱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即渐进式继任

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在代际权威大、创始人拥有政治身份、继承人年龄

大的家族企业更不明显。 文章使用重新定义家族企业、选择已经进入或完成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样本

进行稳健性检验,上述研究结论仍然成立。 进一步研究表明,国际化承诺在渐进式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

国际化深度、广度之间发挥遮掩效应,即渐进式继任方式通过降低国际化承诺水平进而削弱其对家族企

业国际化深度和广度的积极效应。 基于上述研究结果,文章提出如下建议:家族企业创始人应提前制定

传承计划,尽可能安排二代渐进式继任,在渐进式继任过程中帮助二代继承人尽快建立权威合法性,以
降低两代之间的权威差异;家族企业创始人要理性认识政治关系的积极和消极作用,积极构建亲清政商

关系,政府部门应着力构建更加公正公平透明的经营环境,充分调动家族企业家经营活动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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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改革开放 40 余年孕育起来的中国家族企业正进入代际传承高峰时期[1] ,而国际化则是家族企

业持续成长的重要战略选择[2] 。 代际传承会影响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但现有文献主要关注

家族后代权力涉入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3-6] ,忽视了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

用[7] 。 中国家族企业二代继任方式主要包括渐进式继任和激进式继任两种不同类型[8] 。 渐进式继

任方式指二代继承人从中低层做起,逐步进入企业决策层;激进式继任方式则指二代继承人“空降”
进入企业决策层。 渐进式继任方式会直接增加家族企业国际化的资源池[7] ,同时有助于二代继承

人构建权威合法性[8-9] ,从而使二代继承人更有意愿和能力实施国际化战略。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中父辈与二代继承人之间的权威关系即代际权威会发生变化[10] 。 代际

权威不同意味着二代继承人在家族企业战略决策制定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和合法性不同[11] ,影响

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之间的关系;在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创始人政治身份蕴含着个人能

力[12]和权力优势,直接增加家族企业国际化的资源池,同时也有助于二代继承人构建权威合法

性[8] ,因此创始人政治身份可能会削弱二代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此外,不同

年龄的二代继承人在家族企业中的权威合法性不同,影响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决

策发挥作用。
对此,本文中拟利用 2020 年 8 至 11 月对重庆和浙江等东西部省(直辖市)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

数据,研究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分析代际权威、创始人政治身份以及继承人年

龄对上述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以揭示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影响的作用情境。 因此,本
文拓展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国际化关系的研究视角,对于我国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国际化战略

决策也具有启示意义。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二代继任方式影响继承人实施国际化战略的意愿。 与激进式继任方式相比,渐进式继任方式

使二代继承人在接班前已经在家族企业拥有一定的工作经历,更容易理解企业文化和企业战

略[13-14] ,因此对家族企业的认同度较高,进而能够提升继承人的风险承受能力[15-16] ;同时,继承人

在经过长期考核后进入企业决策层,更容易建立个人权威[8-9] ,因此在进行风险决策时更容易得到

家族成员、企业管理层和员工等的认可与支持[1] ,从而更愿意选择高风险的国际化战略。 相反,在
激进式继任方式下,二代继承人长期在家族企业外部工作,缺乏深入了解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机

会,这使得他们很难理解企业文化和企业战略,因此组织认同度较低,从而降低继承人的风险承受

能力;同时,继承人以空降方式进入企业决策层,在进行风险决策时难以获得家族成员、企业管理层

和员工等的认可与支持[1] ,导致继承人不愿意选择高风险的国际化战略。
二代继任方式影响继承人实施国际化战略的能力。 家族企业领导者有动机使用个人隐性知识

和关系网络来推动国际化经营活动[17] ,而不同继任方式下创始人隐性知识和关系网络向继承人的

转移程度不同[18-19] 。 在渐进式继任方式下,创始人能够有针对性地将自身拥有的知识、技能和商业

网络传递给二代继承人,同时创始人还能够通过传承计划安排使二代继承人具备与企业现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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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直接增加家族企业国际化的资源池[7] ;此外,渐进式继任方式有助于二代继承

人平稳地获得权威合法性[8-9] ,提升其资源调配能力。 从而使继承人更有能力推动并贯彻落实国际

化战略决策。 相反,在激进式继任方式下,二代继承人可能会有意或无意忽略或拒绝创始人提供的

帮助[7] ,因此激进式的二代继承人通常没有继承创始人现有的资源,而是依靠自身的关系网络获得

新的资源,因此当继承人实施国际化战略时无法接触到由创始人开发的关系网络,导致继承人的国

际化资源范围很窄[7] ,进而限制继承人探索国际市场机会的能力;同时,在激进式继任方式下,二代

继承人的权威合法性较低,资源调配能力较弱。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与激进式继任方式相比,采取渐进式继任方式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国际化战略。
(二)代际权威的调节效应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过程通常伴随着权威的改变、适应和巩固[10] 。 代际权威指父辈与后代之间

的权威关系,这种权威关系决定了代际传承过程中后代继承人在决策制定中的自由裁量权和合法

性程度[11] 。 本文认为,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会受到代际权威的制约。 在代际权

威水平较大的情况下,二代继承人在家族企业决策制定中的自由裁量权和合法性较低[11] ,此时二代

继承人在家族企业国际化战略决策制定和实施中的作用较小,从而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

际化的作用较小;相反,在代际权威水平较小的情况下,二代继承人在家族企业决策制定中的自由

裁量权和合法性较高[11] ,二代继承人更有能力推动并贯彻落实国际化战略决策,从而渐进式继任方

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较大。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2:代际权威会削弱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即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

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在代际权威大的家族企业更不明显。
(三)创始人政治身份的调节效应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会因为创始人政治身份不同而发生变化。 第一,家族

企业经营高度依赖创始人隐性知识和政治关系等家族资产[20] 。 创始人政治身份蕴含着个人能

力[12]和权力优势,直接增加家族企业国际化的资源池,降低二代渐进式继任方式的资源供应效应;
同时,创始人政治身份也能够给创始人及其家族带来更高社会地位、声誉和认可度,因此创始人政

治身份是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要构成[21] 。 社会情感财富是家族企业战略决策的重要参照

点,家族企业会较少地选择国际化战略以规避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5,22-23] 。 因此,当创始人拥有政

治身份时,二代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较小。 第二,家族企业二代继承人通常并

不具备创始人所拥有的个人权威,而外部身份地位成为继承人树立个人权威的重要渠道[8][24] 。 拥

有政治身份的创始人权威合法性较高,而作为一致行动人的二代继承人的权威合法性也相应较高,
此时二代继承人通过渐进式继任方式构建个人权威合法性的迫切性和压力较小,导致二代渐进式

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较小。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创始人政治身份会削弱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即渐进式继任方式

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在创始人拥有政治身份的家族企业更不明显。
(四)继承人年龄的调节效应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会受到继承人年龄的制约。 中国家族企业二代继承人

通常面临“少主难以服众”的合法性劣势[25] 。 二代继承人年龄较小,意味着继承人在家族企业中的

磨练可能不太充分,加之年轻和经验不足,因此继承人更不容易在家族企业内部建立个人权威或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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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而渐进式继任方式通过让二代继承人在家族企业任职,有助于增强年轻继承人的权威合法

性,使继承人更有能力推动并贯彻落实国际化战略决策。 因此,在二代继承人年龄较小的情况下,
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积极作用较大。 相反,二代继承人年龄较大,意味着继承人经

历较多的磨练,已经在家族企业内部建立了一定的个人权威或合法性,此时继承人通过渐进式方式

构建个人权威合法性的迫切性和压力较小,从而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较小。
因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4:继承人年龄会削弱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即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

族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在继承人年龄大的家族企业更不明显。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

 

图 1　 研究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 2020 年 8 月至 11 月对重庆和浙江等东西部省(直辖市)民营企业的问

卷调查。 该项问卷调查采取了现场和电子邮件发放问卷两种方式。 共发放问卷 400 份,回收问卷

349 份。 参照周立新[26]的做法,筛选出家族持股比例大于等于 50%的民营企业作为家族企业样本,
共获得 289 个家族企业样本,其中从事国际化经营活动的家族企业样本有 253 个。 样本主要集中在

重庆和浙江,其中,重庆样本占 55. 34%,浙江样本占 33. 60%,两省市样本共占 88. 94%;其他省市样

本占 11. 06%,涉及山东、上海、江苏和广东等省市。 样本的行业分布情况是:制造业样本占

78. 26%,其他行业样本占 21. 74%。
(二)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企业国际化,参考 Kafouros 等[27] 、王益民等[28] 的研究,企业国际化采用国际化深度、国际化广

度和国际化速度三类指标测量。 其中:(1)国际化深度(DEPT),以 2019 年企业出口销售收入占总

销售收入的份额测量;(2)国际化广度(BREA),以企业国际化所涉及的国家数量取自然对数测量;
(3)国际化速度(SPEE),以企业国际化所涉及的国家数量除以企业首次国际化扩张至 2019 年以来

的年份数测量。
2. 解释变量

二代继任方式(SM),借鉴邹立凯等[8]的研究,将二代担任企业高管(含总经理)或董事(含董事

长)之前担任过本企业基层或中层管理职务视为渐进式继任方式,并赋值为 1;否则为 0。
3. 调节变量

(1)代际权威(TA),量表来自 Björnberg 和 Nicholson[11]的研究,包括“本企业由父辈家族成员制

定相关规则”等 3 个测量题项,采用从“1 完全不同意”到“5 完全同意”的李克特五点量表度量,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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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Cronbach
 

α 为 0. 731;(2)创始人政治身份(PI),将创始人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赋值为 1,其
他为 0;(3)继承人年龄(SAGE),具体赋值如下:1 = 20 岁及以下,2 = 21 ~ 30 岁,3 = 31 ~ 40 岁,4 = 41
岁及以上。

4. 控制变量

借鉴家族企业国际化前因的研究文献[4-6,22-23] ,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个体层面、企业层面和区域

层面的多个变量,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限、产业类型、企业绩效、家族所有权、地区、二代继承人性

别、二代继承人文化程度。 其中:(1)企业规模(SIZE),以企业年末资产总额取自然对数测量。 (2)
企业年限(FAGE),以企业经营年限取自然对数测量。 (3)产业类型(INDU),制造业赋值为 1,其他

为 0。 (4)企业绩效(PERF),包括利润、销售额、市场份额增长及总资产回报情况 4 个题项,采用从

“1 很差”到“5 很好”的李克特五点量表,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 876。 (5)家族所有权( FO),以企

业主及企业主的家族成员持有的企业股份比例测量。 (6)地区( AREA),东部地区(浙江、山东、上
海、江苏、广东)赋值为 1,其他为 0。 (7)二代继承人性别(SGEN),女性赋值为 1,男性为 0。 (8)二

代继承人文化程度(SEDU),研究生赋值为 1,其他为 0。

三、实证分析结果

(一)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 1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数据显示,渐进式继任方式(SM)的均值为 0. 261、标
准差为 0. 440,即有 26. 1%的样本家族企业选择了二代渐进式继任方式;国际化深度的均值和标准

差分别为 0. 469 和 0. 371,国际化广度(BREA)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1. 539 和 1. 050,国际化速度

(SPEE)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 1. 248 和 2. 520,表明不同家族企业的国际化广度和国际化速度差

异很大。 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看,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速度与渐进式继任方式之间显著

正相关(p<0. 10),表明选择渐进式继任方式的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深度、广泛和快速进入国际市

场。 下文回归分析部分将对变量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检验。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与相关系数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 DEPT 0. 469 0. 371 1

2. BREA 1. 539 1. 050 0. 297∗∗∗ 1

3. SPEE 1. 248 2. 520 0. 116+ 0. 553∗∗∗ 1

4. SM 0. 261 0. 440 0. 157∗ 0. 210∗∗ 0. 118+ 1

5. TA 3. 051 0. 865 -0. 059 -0. 019 -0. 143∗ 0. 191∗∗ 1

6. PI 0. 237 0. 426 -0. 128∗ 0. 010 -0. 011 0. 092 0. 096 1

7. SAGE 2. 008 0. 891 0. 096 0. 107+ -0. 032 0. 481∗∗∗ 0. 152∗ 0. 110+ 1

8. FO 83. 811 19. 506 0. 160∗ -0. 113+ -0. 204∗∗ 0. 028 0. 176∗∗ -0. 041 0. 069 1

9.
 

SIZE 8. 943 2. 145 -0. 096 0. 151∗ 0. 018 0. 179∗∗ 0. 038 0. 252∗∗∗ 0. 181∗∗ -0. 169∗∗ 1

10. FAGE 2. 393 0. 718 0. 007 0. 122+ -0. 247∗∗∗ 0. 254∗∗∗ 0. 156∗ 0. 284∗∗∗ 0. 284∗∗∗ 0. 056 0. 293∗∗∗ 1

11. INDU 0. 783 0. 413 0. 149∗ 0. 119+ -0. 028 -0. 014 0. 065 0. 181∗∗ 0. 091 0. 000 0. 321∗∗∗ 0. 183∗∗ 1

12. PERF 3. 385 0. 716 0. 070 0. 126∗ 0. 015 0. 092 0. 041 0. 054 0. 065 -0. 111+ 0. 292∗∗∗ 0. 105+ 0. 050 1

13. AREA 0. 435 0. 497 0. 025 -0. 082 -0. 026 0. 024 -0. 046 -0. 058 -0. 053 0. 115+ -0. 288∗∗∗ 0. 084 -0. 253∗∗∗ -0. 043 1

14. SGEN 0. 277 0. 448 -0. 130∗ -0. 141∗ -0. 116+ -0. 025 0. 001 0. 071 -0. 085 -0. 040 0. 022 -0. 008 0. 026 0. 040 -0. 043 1

15. SEDU 0. 187 0. 391 0. 074 0. 152∗ 0. 018 0. 200∗∗ -0. 097 -0. 006 0. 302∗∗∗ 0. 000 0. 120+ 0. 046 0. 028 0. 091 -0. 177∗∗ 0. 075

　 　 注:+p<0. 10,∗p<0. 05,∗∗p<0. 01,∗∗∗p<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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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假设检验

1.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表 2 模型 2、表 3 模型 2、表 4 模型 2 报告了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

度影响的检验结果。 结果显示: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具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β= 0. 169,
 

p<0. 01;
 

β= 0. 476,
 

p<0. 01;
 

β= 1. 315,
 

p<0. 01),在考虑了代际权威、创始人政

治身份和继承人年龄的调节效应之后,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正向

影响关系依然显著存在。 这说明相对于激进式继任方式,采取渐进式继任方式的家族企业更倾向

于选择深度、广泛和快速地进入国际市场。 因此假设 H1 得到验证。
表 2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_Cons 0. 187(0. 190) 0. 295(0. 191) 0. 293(0. 190) 0. 278(0. 190) 0. 319+(0. 190)

FO 0. 003∗(0. 001) 0. 003∗(0. 001) 0. 003∗(0. 001) 0. 003∗(0. 001) 0. 002+(0. 001)
SIZE -0. 028∗(0. 013) -0. 032∗(0. 013) -0. 032∗(0. 012) -0. 031∗(0. 012) -0. 035∗∗(0. 013)

FAGE 0. 009(0. 036) -0. 001(0. 035) -0. 007(0. 035) 0. 001(0. 035) -0. 008(0. 035)
INDU 0. 198∗∗(0. 059) 0. 216∗∗∗(0. 059) 0. 211∗∗∗(0. 059) 0. 210∗∗∗(0. 059) 0. 212∗∗∗(0. 059)
PERF 0. 068∗(0. 033) 0. 066∗(0. 033) 0. 067∗(0. 033) 0. 068∗(0. 033) 0. 073∗(0. 033)
AREA 0. 012(0. 050) 0. 002(0. 050) -0. 003(0. 049) 0. 007(0. 049) -0. 007(0. 049)
SGEN -0. 095+(0. 051) -0. 096+(0. 050) -0. 091+(0. 050) -0. 099+(0. 050) -0. 098+

 

(0. 050)
SEDU 0. 049(0. 063) 0. 032(0. 062) 0. 035(0. 062) 0. 040(0. 062) 0. 015(0. 062)

TA -0. 041(0. 027) -0. 052+(0. 027) -0. 048+(0. 027) -0. 053+(0. 027) -0. 046+(0. 027)
PI -0. 109+(0. 056) -0. 109+(0. 056) -0. 109+(0. 055) -0. 099+(0. 055) -0. 110∗(0. 055)

SAGE
 

0. 035(0. 0028) 0. 002(0. 030) 0. 010(0. 030) -0. 002(0. 030) 0. 016(0. 031)
SM 0. 169∗∗(0. 059) 0. 183∗∗(0. 059) 0. 177∗∗(0. 059) 0. 220∗∗(0. 064)

SM×TA -0. 120∗(0. 058)
SM×PI -0. 223∗(0. 113)

SM×SAGE -0. 129∗(0. 062)
R2

Adjusted
 

R2

F
N

0. 128
0. 087

3. 176∗∗∗

251

0. 156
0. 114

3. 678∗∗∗

251

0. 172
0. 126

3. 776∗∗∗

251

0. 170
0. 125

3. 736∗∗∗

251

0. 171
0. 126

3. 772∗∗∗

251

　 　 注:1. +p<0. 10,∗p<0. 05,∗∗p<0. 01,∗∗∗p<0. 001;2. 括号内数字为标准误。 下表同。

2. 代际权威的调节效应

本文引入代际权威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 SM×TA),通过估计交互项系数来验证代际权

威对二代继任方式与国际化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 2 模型 3 显示:代际权威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

项(SM×TA)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 -0. 120,
 

p<0. 05)。 表 3 模型 3 显示:代
际权威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 ( SM × TA ) 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广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β= -0. 452,
 

p<0. 01)。 表 4 模型 3 显示:代际权威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SM×TA)对家族企

业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 -0. 858,
 

p<0. 05)。 以上结果表明:代际权威显著地削弱了渐

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即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国际化深度、
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在代际权威大的家族企业更不明显。 因此假设 H2 得到验证。

3. 创始人政治身份的调节效应

本文引入创始人政治身份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 SM×PI),通过估计交互项系数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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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政治身份对二代继任方式与国际化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 2 模型 4 显示:创始人政治身份与渐

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SM×PI)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 -0. 223,
 

p<0. 05)。
表 3 模型 4 显示:创始人政治身份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SM×PI)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广度具有

显著负向影响(β= -0. 772,
 

p<0. 05)。 表 4 模型 4 显示:创始人政治身份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

项(SM×PI)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 -1. 615,
 

p<0. 05)。 以上结果表明:创始

人政治身份显著地削弱了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即渐进

式继任方式对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在创始人拥有政治身份的家族企业更不明显。
因此假设 H3 得到验证。

表 3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广度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_Cons 0. 965+(0. 546) 1. 271∗(0. 549) 1. 264∗(0. 542) 1. 211∗(0. 544) 1. 354∗(0. 544)

FO -0. 005(0. 003) -0. 005(0. 003) -0. 005(0. 003) -0. 005(0. 003) -0. 006+(0. 003)

SIZE 0. 025(0. 036) 0. 015(0. 036) 0. 014(0. 036) 0. 019(0. 036) 0. 006(0. 036)

FAGE 0. 132(0. 102) 0. 104(0. 102) 0. 080(0. 101) 0. 112(0. 101) 0. 078(0. 101)

INDU 0. 221(0. 171) 0. 271(0. 169) 0. 251(0. 167) 0. 251(0. 168) 0. 256(0. 167)

PERF 0. 107(0. 095) 0. 101(0. 094) 0. 107(0. 093) 0. 111(0. 093) 0. 127(0. 093)

AREA -0. 036(0. 144) -0. 063(0. 142) -0. 083(0. 140) -0. 048(0. 141) -0. 097(0. 141)

SGEN -0. 396∗∗(0. 147) -0. 399∗∗(0. 145) -0. 380∗∗(0. 143) -0. 407∗∗(0. 143) -0. 406∗∗(0. 143)

SEDU 0. 353+(0. 180) 0. 305+(0. 178) 0. 315+(0. 176) 0. 332+(0. 177) 0. 244(0. 179)

TA -0. 024(0. 079) -0. 056(0. 078) -0. 038(0. 078) -0. 056(0. 078) -0. 031(0. 078)

PI -0. 090(0. 162) -0. 091(0. 160) -0. 091(0. 157) -0. 057(0. 159) -0. 096(0. 158)

SAGE 0. 033(0. 081) -0. 061(0. 087) -0. 030(0. 086) -0. 072(0. 086) -0. 009(0. 088)

SM 0. 476∗∗(0. 170) 0. 529∗∗(0. 169) 0. 504∗∗(0. 169) 0. 657∗∗∗(0. 182)

SM×TA -0. 452∗∗(0. 165)

SM×PI -0. 772∗(0. 324)

SM×SAGE -0. 456∗(0. 178)
R2

Adjusted
 

R2

F
N

0. 097
0. 056

2. 346∗∗

251

0. 126
0. 082

2. 866∗∗

251

0. 153
0. 107

3. 295∗∗∗

251

0. 149
0. 100

3. 135∗∗∗

251

0. 150
0. 103

3. 213∗∗∗

251

　 　 4. 继承人年龄的调节效应

本文引入继承人年龄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SM×SAGE),通过估计交互项系数来验证继承

人年龄对二代继任方式与国际化关系的调节效应。 表 2 模型 5 显示:继承人年龄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

交互项(SM×SAGE)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 -0. 129,
 

p<0. 05)。 表 3 模型 5 显

示:继承人年龄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SM×SAGE)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广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β= -0. 456,
 

p<0. 05)。 表 4 模型 5 显示:继承人年龄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SM×SAGE)对家族

企业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 -1. 321,
 

p<0. 01)。 以上结果表明:继承人年龄显著地削弱了

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即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国际化深度、广
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在继承人年龄大的家族企业更不明显。 因此假设 H4 得到验证。

88



周立新,等　 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来自东西部家族企业的经验证据

表 4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_Cons 5. 455∗∗∗(1. 326) 6. 291∗∗∗(1. 324) 6. 232∗∗∗(1. 314) 6. 158∗∗∗(1. 316) 6. 513∗∗∗(1. 301)

FO -0. 021∗(0. 008) -0. 021∗(0. 008) -0. 021∗(0. 008) -0. 021∗(0. 008) -0. 025∗∗(0. 008)
SIZE 0. 091(0. 088) 0. 069(0. 087) 0. 070(0. 086) 0. 073(0. 086) 0. 040(0. 086)

FAGE -1. 099∗∗∗(0. 279) -1. 208∗∗∗(0. 275) -1. 263∗∗∗(0. 274) -1. 161∗∗∗(0. 274) -1. 263∗∗∗(0. 270)
INDU 0. 094(0. 414) 0. 217(0. 407) 0. 183(0. 404) 0. 157(0. 405) 0. 200(0. 400)
PERF -0. 007(0. 228) -0. 025(0. 224) -0. 019(0. 222) -0. 001(0. 222) 0. 052(0. 221)
AREA 0. 249(0. 349) 0. 187(0. 343) 0. 135(0. 341) 0. 217(0. 340) 0. 075(0. 338)
SGEN -0. 780∗(0. 355) -0. 793∗(0. 347) -0. 736∗(0. 346) -0. 814∗(0. 345) -0. 802∗(0. 341)
SEDU 0. 168(0. 443) 0. 047(0. 436) 0. 051(0. 432) 0. 126(0. 434) 0. 169(0. 433)

TA -0. 249(0. 199) -0. 322+(0. 193) -0. 273(0. 193) -0. 330+(0. 191) -0. 262(0. 190)
PI 0. 333(0. 391) 0. 320(0. 383) 0. 299(0. 380) 0. 410(0. 383) 0. 302(0. 376)

SAGE 0. 065(0. 194) -0. 195(0. 206) -0. 144(0. 206) -0. 215(0. 205) -0. 043(0. 208)
SM 1. 315∗∗(0. 403) 1. 421∗∗(0. 403) 1. 367∗∗(0. 401) 1. 826∗∗∗(0. 428)

SM×TA -0. 858∗(0. 400)
SM×PI -1. 615∗(0. 780)

SM×SAGE -1. 321∗∗(0. 423)
R2

Adjusted
 

R2

F
N

0. 130
0. 088

3. 102∗∗

240

0. 169
0. 125

3. 849∗∗∗

240

0. 186
0. 139

3. 963∗∗∗

240

0. 185
0. 138

3. 934∗∗

240

0. 203
0. 158

4. 440∗∗∗

240

　 　 (三)稳健性检验

1. 重新定义家族企业

将控制家族持股比例在 50%以上且企业高管团队中至少有一名家族成员的企业界定为家族企

业,得到 224 个家族企业样本。 检验结果与前文结论一致(表 5、表 6 和表 7):渐进式继任方式与家

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系数显著为正(β= 0. 209,
 

p<0. 01;
 

β= 0. 466,
 

p<0. 01;
 

β= 1. 380,
 

p<0. 01);代际权威和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SM×TA)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系

数显著为负(β= -0. 122,
 

p<0. 05
 

β= -0. 402,
 

p<0. 05;
 

β = -0. 780,
 

p<0. 10);创始人政治身份和渐

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SM×PI)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系数显著为负(β= -0. 271,
 

p<0. 05;
 

β= -0. 684,
 

p<0. 05;
 

β= -1. 555,
 

p<0. 10);继承人年龄和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SM×
SAGE)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系数显著为负(β = - 0. 131,

 

p<0. 05;
 

β = - 0. 455,
 

p<0. 05;
 

β= -1. 347,p<0. 01)。
2. 选择已进入或完成代际传承的家族企业样本

本文中以家族二代(儿子、女儿、儿媳、女婿等)担任企业高管(含总经理)或董事(含董事长)职

位,或持有企业股份来表示家族企业已进入代际传承或完成代际传承,得到 118 个家族企业样本。
检验结果与前文结论基本一致(表 8、表 9 和表 10):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

和速度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 162,
 

p<0. 05;
 

β= 0. 417,
 

p<0. 10;
 

β= 1. 565,
 

p<0. 05);代际权威与渐

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SM×TA)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有显著负向影响(β= -0. 144,
 

p<0. 05;
 

β= -0. 475,
 

p<0. 05;
 

β= -1. 331,
 

p<0. 05);创始人政治身份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

(SM×PI)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有显著负向影响(β= -0. 303,
 

p<0. 05;
 

β= -0. 747,
 

p<
0. 10;

 

β= -2. 119,
 

p<0. 10);继承人年龄与渐进式继任方式的交互项(SM×SAGE)对家族企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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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深度和速度有显著负向影响(β= -0. 176,
 

p<0. 05;
 

β= -1. 552
 

p<0. 05)。 因此本文研究结论具有

较好的稳健性。
表 5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稳健性检验(1)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_Cons 0. 230(0. 207) 0. 370+(0. 206) 0. 340+(0. 205) 0. 337(0. 204) 0. 373+(0. 205)

FO 0. 002+(0. 001) 0. 002+(0. 001) 0. 002+(0. 001) 0. 002+(0. 001) 0. 002(0. 001)
SIZE -0. 030∗(0. 013) -0. 036∗∗(0. 013) -0. 035∗∗(0. 013) -0. 034∗∗(0. 013) -0. 038∗∗(0. 013)

FAGE 0. 007(0. 038) -0. 005(0. 037) -0. 012(0. 037) 0. 001(0. 037) -0. 011(0. 037)
INDU 0. 180∗∗(0. 061) 0. 205∗∗(0. 060) 0. 200∗∗(0. 060) 0. 197∗∗(0. 060) 0. 199∗∗(0. 060)
PERF 0. 055(0. 036) 0. 057(0. 035) 0. 061(0. 035) 0. 064+(0. 035) 0. 063+(0. 035)
AREA 0. 012(0. 052) 0. 004(0. 051) -0. 001(0. 051) 0. 011(0. 051) -0. 007(0. 051)
SGEN -0. 106+(0. 055) -0. 109∗(0. 053) -0. 102+(0. 053) -0. 112∗(0. 053) -0. 111∗(0. 053)
SEDU 0. 056(0. 067) 0. 024(0. 066) 0. 028(0. 066) 0. 032(0. 066) 0. 006(0. 066)

TA -0. 020(0. 029) -0. 033(0. 029) -0. 028(0. 028) -0. 033(0. 028) -0. 025(0. 029)
PI -0. 101+(0. 059) -0. 101+(0. 057) -0. 103+(0. 057) -0. 088(0. 057) -0. 106+(0. 057)

SAGE 0. 033(0. 030) -0. 009(0. 032) 0. 000(0. 032) -0. 014(0. 029) 0. 007(0. 033)
SM 0. 209∗∗(0. 061) 0. 215∗∗(0. 061) 0. 219∗∗∗(0. 061) 0. 255∗∗∗(0. 065)

SM×TA -0. 122∗(0. 060)
SM×PI -0. 271∗(0. 115)

SM×SAGE -0. 131∗(0. 064)
R2

Adjusted
 

R2

F
N

0. 119
0. 073

2. 571∗∗

222

0. 165
0. 117

3. 442∗∗∗

222

0. 181
0. 130

3. 545∗∗∗

222

0. 187
0. 136

3. 679∗∗∗

222

0. 181
0. 130

3. 545∗∗∗

222

表 6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广度的影响:稳健性检验(1)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_Cons 1. 895∗∗(0. 594) 2. 207∗∗∗(0. 598) 2. 110∗∗∗(0. 593) 2. 125∗∗∗(0. 594) 2. 217∗∗∗(0. 591)

FO -0. 008∗(0. 004) -0. 008∗(0. 004) -0. 008∗(0. 004) -0. 008∗(0. 004) -0. 009∗(0. 004)
SIZE 0. 020(0. 038) 0. 007(0. 037) 0. 010(0. 037) 0. 012(0. 037) 0. 001(0. 037)

FAGE 0. 077(0. 109) 0. 050(0. 108) 0. 028(0. 108) 0. 065(0. 108) 0. 030(0. 107)
INDU 0. 261(0. 176) 0. 317+(0. 175) 0. 298+(0. 173) 0. 296+(0. 174) 0. 297+(0. 173)
PERF -0. 002(0. 102) 0. 002(0. 101) 0. 014(0. 100) 0. 020(0. 101) 0. 025(0. 100)
AREA -0. 083(0. 150) -0. 099(0. 148) -0. 118(0. 147) -0. 083(0. 147) -0. 139(0. 147)
SGEN -0. 412∗∗(0. 157) -0. 418∗∗(0. 155) -0. 397∗(0. 147) -0. 427∗∗(0. 154) -0. 425∗∗(0. 153)
SEDU 0. 463∗(0. 193) 0. 392∗(0. 193) 0. 408∗(0. 191) 0. 414∗(0. 191) 0. 331+(0. 192)

TA -0. 058(0. 083) -0. 085(0. 083) -0. 069(0. 082) -0. 085(0. 082) -0. 058(0. 083)
PI -0. 101(0. 168) -0. 100(0. 166) -0. 107(0. 164) -0. 068(0. 165) -0. 120(0. 164)

SAGE 0. 016(0. 087) -0. 079(0. 093) -0. 048(0. 093) -0. 092(0. 092) -0. 022(0. 095)
SM 0. 466∗∗(0. 178) 0. 487∗∗(0. 176) 0. 491∗∗(0. 177) 0. 627∗∗(0. 188)

SM×TA -0. 402∗(0. 173)
SM×PI -0. 684∗(0. 333)

SM×SAGE -0. 455∗(0. 186)
R2

AdjustedR2

F
N

0. 110
0. 063

2. 359∗∗

222

0. 138
0. 089

2. 796∗∗

222

0. 160
0. 108

3. 051∗∗∗

222

0. 155
0. 103

2. 944∗∗

222

0. 162
0. 110

3. 103∗∗∗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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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稳健性检验(1)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_Cons 6. 652∗∗∗(1. 516) 7. 584∗∗∗(1. 514) 7. 378∗∗∗(1. 511) 7. 358∗∗∗(1. 510) 7. 600∗∗∗(1. 487)

FO -0. 025∗(0. 010) -0. 025∗∗(0. 009) -0. 025∗∗(0. 009) -0. 026∗∗(0. 009) -0. 029∗∗(0. 009)
SIZE 0. 083(0. 096) 0. 048(0. 095) 0. 059(0. 094) 0. 053(0. 094) 0. 030(0. 093)

FAGE -1. 233∗∗∗(0. 307) -1. 328∗∗∗(0. 302) -1. 379∗∗∗(0. 302) -1. 267∗∗∗(0. 302) -1. 368∗∗∗(0. 297)
INDU 0. 160(0. 452) 0. 307(0. 445) 0. 280(0. 443) 0. 242(0. 444) 0. 285(0. 437)
PERF -0. 105(0. 259) -0. 095(0. 254) -0. 080(0. 253) -0. 048(0. 254) -0. 023(0. 251)
AREA 0. 154(0. 380) 0. 113(0. 373) 0. 065(0. 372) 0. 155(0. 371) -0. 017(0. 369)
SGEN -0. 810∗(0. 401) -0. 835∗(0. 393) -0. 778∗(0. 393) -0. 857∗(0. 391) -0. 847∗(0. 386)
SEDU 0. 182(0. 504) -0. 014(0. 497) 0. 012(0. 495) 0. 049(0. 496) -0. 238(0. 495)

TA -0. 291(0. 219) -0. 363+(0. 218) -0. 318(0. 216) -0. 362+(0. 214) -0. 296(0. 213)
PI 0. 279(0. 427) 0. 279(0. 418) 0. 251(0. 416) 0. 362(0. 418) 0. 221(0. 411)

SAGE 0. 080(0. 219) -0. 205(0. 233) -0. 153(0. 234) -0. 228(0. 232) -0. 039(0. 236)
SM 1. 380∗∗(0. 444) 1. 424∗∗(0. 443) 1. 436∗∗(0. 443) 1. 842∗∗∗(0. 465)

SM×TA -0. 780+(0. 443)
SM×PI -1. 555+(0. 848)

SM×SAGE -1. 347∗∗(0. 469)
R2

AdjustedR2

F
N

0. 149
0. 102

3. 195∗∗

213

0. 188
0. 139

3. 859∗∗∗

213

0. 200
0. 148

3. 839∗∗∗

213

0. 202
0. 149

3. 863∗∗∗

213

0. 220
0. 169

4. 325∗∗∗

213

表 8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的影响:稳健性检验(2)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_Cons 0. 493(0. 352) 0. 521(0. 346) 0. 517(0. 341) 0. 415(0. 344) 0. 580+(0. 342)

FO 0. 001(0. 002) 0. 001(0. 002) 0. 002(0. 002) 0. 002(0. 002) 0. 001(0. 002)

SIZE -0. 009(0. 018) -0. 014(0. 018) -0. 014(0. 018) -0. 012(0. 018) -0. 020(0. 018)

FAGE -0. 016(0. 059) -0. 032(0. 058) -0. 054(0. 059) -0. 028(0. 058) -0. 033(0. 058)

INDU 0. 198∗(0. 086) 0. 220∗(0. 085) 0. 220∗(0. 084) 0. 203∗(0. 084) 0. 220∗(0. 084)

PERF 0. 024(0. 047) 0. 035(0. 047) 0. 037(0. 046) 0. 044(0. 046) 0. 042(0. 046)

AREA -0. 031(0. 072) -0. 030(0. 071) -0. 025(0. 070) -0. 013(0. 070) -0. 038(0. 070)

SGEN -0. 225∗∗(0. 073) -0. 230∗∗(0. 072) -0. 230∗∗(0. 071) -0. 237∗∗(0. 071) -0. 239∗∗(0. 071)

SEDU 0. 128(0. 083) 0. 105(0. 082) 0. 104(0. 081) 0. 116(0. 081) 0. 112(0. 081)

TA -0. 056(0. 037) -0. 066+(0. 037) -0. 066+(0. 036) -0. 059(0. 036) -0. 059(0. 037)

PI -0. 160∗(0. 079) -0. 145+(0. 077) -0. 124(0. 076) -0. 136+(0. 076) -0. 142+(0. 076)

SAGE 0. 020(0. 043) -0. 014(0. 045) -0. 004(0. 044) -0. 016(0. 044) 0. 001(0. 044)

SM 0. 162∗(0. 073) 0. 159∗(0. 072) 0. 158∗(0. 072) 0. 145∗(0. 072)

SM×TA -0. 144∗(0. 070)

SM×PI -0. 303∗(0. 140)

SM×SAGE -0. 176∗(0. 086)
R2

Adjusted
 

R2

F
N

0. 208
0. 125

2. 536∗∗

118

0. 244
0. 157

2. 817∗∗∗

118

0. 273
0. 182

2. 999∗∗

118

0. 276
0. 186

3. 054∗∗

118

0. 273
0. 182

3. 000∗∗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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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广度的影响:稳健性检验(2)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_Cons 3. 727∗∗(1. 170) 3. 779∗∗(1. 157) 3. 391∗∗(1. 156) 3. 380∗∗(1. 171) 3. 709∗∗(1. 154)

FO -0. 020∗∗(0. 007) -0. 019∗∗(0. 007) -0. 017∗(0. 007) -0. 017∗(0. 007) -0. 101∗∗(0. 007)
SIZE 0. 010(0. 058) -0. 008(0. 058) 0. 005(0. 057) -0. 001(0. 057) -0. 015(0. 058)

FAGE 0. 392∗(0. 187) 0. 369∗(0. 197) 0. 311+(0. 185) 0. 394∗(0. 184) 0. 374∗(0. 185)
INDU 0. 094(0. 276) 0. 163(0. 275) 0. 139(0. 271) 0. 125(0. 274) 0. 152(0. 275)
PERF -0. 101(0. 147) -0. 067(0. 147) -0. 057(0. 145) -0. 034(0. 147) -0. 045(0. 147)
AREA -0. 162(0. 229) -0. 168(0. 227) -0. 145(0. 223) -0. 135(0. 225) -0. 177(0. 226)
SGEN -0. 465∗(0. 232) -0. 477∗(0. 230) -0. 464∗(0. 226) -0. 491∗(0. 228) -0. 477∗(0. 229)
SEDU 0. 333(0. 260) 0. 286(0. 258) 0. 301(0. 255) 0. 316(0. 257) 0. 301(0. 258)

TA -0. 095(0. 120) -0. 122(0. 119) -0. 101(0. 118) -0. 102(0. 119) -0. 096(0. 121)
PI -0. 394(0. 243) -0. 347(0. 242) -0. 281(0. 240) -0. 332(0. 240) -0. 358(0. 241)

SAGE -0. 222(0. 139) -0. 320∗(0. 147) -0. 264+(0. 148) -0. 331∗(0. 146) -0. 278+(0. 151)
SM 0. 417+(0. 231) 0. 400+(0. 227) 0. 417+(0. 229) 0. 375(0. 232)

SM×TA -0. 475∗(0. 236)
SM×PI -0. 747+(0. 447)

SM×SAGE -0. 379(0. 296)
R2

Adjusted
 

R2

F
N

0. 202
0. 112

2. 255∗

110

0. 229
0. 132

2. 386∗

110

0. 259
0. 159

2. 582∗∗

110

0. 250
0. 148

2. 458∗∗

110

0. 241
0. 138

2. 344∗∗∗

110

表 10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稳健性检验(2)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_Cons 14. 114∗∗∗(3. 132) 14. 325∗∗∗(3. 059) 14. 267∗∗∗(3. 010) 13. 613∗∗∗(3. 062) 14. 812∗∗∗(3. 020)

FO -0. 072∗∗∗(0. 019) -0. 067∗∗∗(0. 019) -0. 064∗∗(0. 018) -0. 064∗∗(0. 019) -0. 071∗∗∗(0. 018)

SIZE 0. 094(0. 160) 0. 059(0. 157) 0. 079(0. 155) 0. 065(0. 156) 0. 004(0. 157)

FAGE -1. 250∗(0. 534) -1. 454∗∗(0. 528) -1. 737∗∗(0. 537) -1. 396∗∗(0. 524) -1. 464∗∗(0. 519)

INDU -0. 088(0. 778) 0. 079(0. 763) 0. 062(0. 751) -0. 074(0. 762) 0. 116(0. 751)

PERF -0. 495(0. 419) -0. 398(0. 411) -0. 408(0. 404) -0. 331(0. 409) -0. 326(0. 406)

AREA -0. 038(0. 643) -0. 008(0. 627) 0. 021(0. 618) 0. 123(0. 627) -0. 076(0. 619)

SGEN -0. 661(0. 649) -0. 716(0. 634) -0. 683(0. 625) -0. 775(0. 630) -0. 793(0. 626)

SEDU -0. 355(0. 752) -0. 542(0. 738) -0. 560(0. 726) -0. 415(0. 736) -0. 510(0. 727)

TA -0. 100(0. 346) -0. 162(0. 339) -0. 109(0. 334) -0. 118(0. 337) -0. 114(0. 334)

PI -0. 069(0. 695) 0. 068(0. 681) 0. 219(0. 674) 0. 169(0. 678) 0. 075(0. 670)

SAGE -0. 674+(0. 379) -1. 002∗(0. 394) -0. 929∗(0. 389) -1. 020∗(0. 390) -0. 872∗(0. 393)

SM 1. 565∗(0. 642) 1. 590∗(0. 632) 1. 528∗(0. 637) 1. 413∗(0. 636)

SM×TA -1. 331∗(0. 644)

SM×PI -2. 119+(1. 273)

SM×SAGE -1. 552∗(0. 757)
R2

Adjusted
 

R2

F
N

0. 226
0. 142

2. 683∗∗

113

0. 270
0. 182

3. 075∗∗

113

0. 300
0. 208

3. 261∗∗∗

113

0. 289
0. 196

3. 102∗∗

113

0. 299
0. 207

3. 252∗∗∗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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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进一步分析

国际商务领域、战略管理领域的文献都强调国际化承诺在制定和实施国际化战略中的重要

性[29-30] 。 国际化承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企业探索和开发国际市场机会的实际资源部署[31] ,高水

平的国际化承诺为家族企业探索和开发国际市场机会部署了更充足的资源,有助于促进家族企业

国际化扩张[32] 。 但是,渐进式继任方式可能会抑制二代继承人及家族企业的国际化承诺[7] ,降低家

族企业探索和开发国际市场机会的资源部署。 因此,本文认为,渐进式继任方式会通过降低国际化

承诺水平进而削弱其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积极效应,即国际化承诺在渐进式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

国际化之间发挥遮掩效应。
为检验上述关系,本文中借鉴了温忠麟和叶宝娟[33]的检验方法,其中,对国际化承诺的测量,借

鉴了 Shamsuddoha 和 Ali[34] 的量表,示例题项如“学习出口程序和文件是本企业优先考虑的问题”,
采用从“1 完全不同意”到“5 完全同意”的李克特五点量表度量,量表的 Cronbach

 

α 为 0. 768。 回归

结果见表 11: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国际化深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 0. 169,
 

p< 0. 01;
 

β = 0. 196,
 

p<0. 01),对国际化广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 0. 476,
 

p<0. 01;
 

β = 0. 521,
 

p<0. 01);渐进式继任方

式对国际化承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β= -0. 304,
 

p<0. 05);国际化承诺对国际化深度、广度具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β= 0. 088,
 

p<0. 001;β= 0. 148,
 

p<0. 05)。 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33]的研究,说明国际

化承诺在渐进式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之间发挥遮掩效应,即渐进式继任方式通过

降低国际化承诺水平进而削弱其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的积极效应。
表 11　 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

变量
模型 1
( IC)

模型 2
(DEPT)

模型 3
(DEPT)

模型 4
(BREA)

模型 5
(BREA)

模型 6
(SPEE)

模型 7
(SPEE)

_Cons 2. 366∗∗∗(0. 497) 0. 295(0. 191) 0. 086(0. 195) 1. 271∗(0. 549) 0. 920(0. 571) 6. 291∗∗∗(1. 324) 6. 411∗∗∗(1. 388)

FO 0. 000(0. 003) 0. 003∗(0. 001) 0. 003∗(0. 001) -0. 005(0. 003) -0. 005(0. 003) -0. 021∗(0. 008) -0. 021∗(0. 008)

SIZE 0. 045(0. 033) -0. 032∗(0. 013) -0. 036∗(0. 012) 0. 015(0. 036) 0. 008(0. 036) 0. 069(0. 087) 0. 070(0. 087)

FAGE -0. 162+(0. 092) -0. 001(0. 035) 0. 013(0. 035) 0. 104(0. 102) 0. 128(0. 101) -1. 208∗∗∗(0. 275)-1. 211∗∗∗(0. 276)

INDU 0. 211(0. 153) 0. 216∗∗∗(0. 059) 0. 197∗∗(0. 058) 0. 271(0. 169) 0. 240(0. 169) 0. 217(0. 407) 0. 225(0. 409)

PERF 0. 195∗(0. 085) 0. 066∗(0. 033) 0. 049(0. 032) 0. 101(0. 094) 0. 073(0. 094) -0. 025(0. 224) -0. 014(0. 227)

AREA -0. 151(0. 129) 0. 002(0. 050) 0. 016(0. 048) -0. 063(0. 142) -0. 041(0. 142) 0. 187(0. 343) 0. 179(0. 344)

SGEN -0. 009(0. 131) -0. 096+(0. 050) -0. 096+(0. 049) -0. 399∗∗(0. 145) -0. 398∗∗(0. 144) -0. 793∗(0. 347) -0. 794∗(0. 348)

SEDU 0. 236(0. 161) 0. 032(0. 062) 0. 011(0. 061) 0. 305+(0. 178) 0. 270(0. 178) 0. 047(0. 436) 0. 062(0. 440)

TA 0. 070(0. 071) -0. 052+(0. 027) -0. 059∗(0. 027) -0. 056(0. 078) -0. 066(0. 078) -0. 322+(0. 193) -0. 320(0. 193)

PI 0. 222(0. 144) -0. 109+(0. 056) -0. 128∗(0. 054) -0. 091(0. 160) -0. 124(0. 159) 0. 320(0. 383) 0. 334(0. 387)

SAGE 0. 065(0. 078) 0. 002(0. 030) -0. 004(0. 029) -0. 061(0. 087) -0. 071(0. 086) -0. 195(0. 206) -0. 191(0. 207)

SM -0. 304∗(0. 154) 0. 169∗∗(0. 059) 0. 196∗∗(0. 058) 0. 476∗∗(0. 170) 0. 521∗∗(0. 170) 1. 315∗∗(0. 403) 1. 298∗∗(0. 408)

IC 0. 088∗∗∗(0. 024) 0. 148∗(0. 071) -0. 051(0. 173)

R2

Adjusted
 

R2

F

N

0. 121

0. 076

2. 725∗∗

251

0. 156

0. 114

3. 678∗∗∗

251

0. 201

0. 157

4. 580∗∗∗

251

0. 126

0. 082

2. 866∗∗

251

0. 142

0. 095

3. 106∗∗∗

251

0. 169

0. 125

3. 849∗∗∗

240

0. 169

0. 122

3. 545∗∗∗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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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代际传承与国际化是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热点学术话题,但现有文献很少关注二代继承方式

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7] 。 本文中以 2020 年重庆、浙江等东西部 253 家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实
证研究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影响;分析代际权威、创始人政治身份和继承人年龄对上

述影响关系的调节效应;此外,探讨国际化承诺在渐进式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中的遮掩

作用。 全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与激进式继任方式相比,采取渐进式继任方式的家族企业更

倾向于选择深度、广泛和快速地进入国际市场;第二,代际权威、创始人政治身份、继承人年龄会显

著地削弱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即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

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和速度的促进作用在创始人与二代继承人之间的代际权威差异大、或创始

人拥有政治身份、或继承人年龄大的家族企业更不明显。 第三,国际化承诺在渐进式继任方式与家

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和广度之间发挥遮掩效应,即渐进式继任方式通过降低国际化承诺水平进而削

弱其对家族企业国际化深度、广度的积极效应。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展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国际化关系问题

的研究视角。 现有关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国际化关系的相关研究,聚焦于家族后代权力涉入对

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直接影响[3-6] ,很少有文献探讨不同的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及

作用情境[7] ,本文中在区分二代继承人两种不同继任方式的基础上,首次基于实证研究方法揭示不

同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差异化影响,并引入代际权威、创始人政治身份和继承人年龄

作为情境变量以及国际化承诺作为中介变量,探讨二代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情境及

过程机制,这一研究拓展了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与国际化关系问题的研究视角。 第二,丰富了制度视

角的家族企业国际化研究文献。 本文中引入创始人政治身份这一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因素,探讨创

始人政治身份对二代继任方式与家族企业国际化关系的调节效应,发现创始人政治身份削弱了渐

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促进作用,主要原因是,创始人政治身份有助于增加家族企业国

际化的资源池以及二代继承人构建权威合法性,从而削弱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

用;同时,创始人政治身份是家族企业社会情感财富的重要构成,而对社会情感财富的追求使渐进

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作用减小。 研究结论为企业家政治关系的负面效应[35] 增加了新的

经验证据,也丰富了制度视角的家族企业国际化研究文献。
本文研究对于家族企业管理实践具一定的启示意义:第一,研究发现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

业国际化有积极影响,而代际权威会进一步削弱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积极作用。
因此,家族企业创始人应提前制定传承计划,尽可能安排二代渐进式继任,并在渐进式继任过程中

将自身拥有的隐性知识和关系网络等家族资产传递给二代继承人,帮助二代继承人尽快建立权威

合法性以降低两代之间的权威差异,充分发挥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积极作用。 第

二,研究显示创始人政治身份会显著地削弱渐进式继任方式对家族企业国际化的积极效应,因此家

族企业创始人要理性认识政治关系的积极和消极作用,积极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政府部门应着力构

建更加公正公平透明的经营环境,充分调动家族企业家经营活动的积极性,降低家族企业家对政治

关系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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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esently 
 

a
 

peak
 

of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has
 

already
 

begun
 

i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Internationalization
 

is
 

a
 

key
 

strategy
 

for
 

family
 

firms
 

to
 

achieve
 

long-term
 

competitiveness
 

and
 

sustainable
 

growth.
 

Previous
 

literatures
 

on
 

the
 

impact
 

of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on
 

family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largely
 

examine
 

the
 

effects
 

of
 

family
 

next
 

generation
 

involvement
 

in
 

power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amily
 

firm 
 

and
 

ignore
 

the
 

influence
 

of
 

second
 

generation
 

succession
 

patterns
 

o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amily
 

firms.
 

On
 

the
 

basis
 

of
 

dividing
 

second
 

generation
 

succession
 

patterns
 

into
 

the
 

evolutionary
 

succession
 

pattern
 

and
 

revolutionary
 

succession
 

pattern
 

in
 

Chinese
 

family
 

businesses 
 

the
 

authors
 

make
 

the
 

initial
 

effort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effect
 

of
 

second
 

generation
 

succession
 

patterns
 

on
 

family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explor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tergenerational
 

authority 
 

founder
 

political
 

identity
 

and
 

successor 
 

age
 

i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Furthermore 
 

they
 

explore
 

the
 

masking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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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ation
 

commitment
 

in
 

the
 

above
 

relationship 
 

so
 

as
 

to
 

reveal
 

the
 

mechanism
 

and
 

context
 

of
 

second
 

generation
 

succession
 

patterns
 

on
 

family
 

firm
 

internationalization.
 

Drawing
 

on
 

the
 

survey
 

data
 

of
 

253
 

family
 

firms
 

in
 

the
 

eastern
 

and
 

western
 

provinces
 

or
 

municipalities
 

 e. g.  
 

Chongqing 
 

Zhejiang  
 

from
 

8
 

to
 

10
 

month
 

in
 

2020 
 

they
 

find
 

that 
 

first 
 

compared
 

to
 

the
 

revolutionary
 

succession
 

pattern 
 

family
 

firms
 

that
 

adopt
 

the
 

evolutionary
 

succession
 

pattern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deep 
 

extensive
 

and
 

rapid
 

access
 

to
 

international
 

market 
 

second 
 

intergenerational
 

authority 
 

founder 
 

political
 

identity
 

and
 

successor 
 

age
 

significantly
 

weaken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evolutionary
 

succession
 

pattern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pth 
 

breadth
 

and
 

speed
 

in
 

family
 

firms 
 

that
 

i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the
 

evolutionary
 

succession
 

pattern
 

on
 

internationalization
 

depth 
 

breadth
 

and
 

speed
 

become
 

less
 

obvious
 

in
 

family
 

firms
 

with
 

higher
 

intergenerational
 

authority 
 

founder
 

political
 

identity
 

and
 

older
 

successors.
 

The
 

authors
 

employ
 

an
 

alternative
 

definition
 

for
 

family
 

business 
 

as
 

well
 

as
 

select
 

samples
 

of
 

family
 

firms
 

that
 

are
 

going
 

or
 

had
 

already
 

gone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succession
 

for
 

robustness
 

test 
 

the
 

above-mentioned
 

results
 

are
 

still
 

valid.
 

Expand
 

research
 

shows
 

that
 

internationalization
 

commitment
 

plays
 

a
 

mask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volutionary
 

succession
 

pattern
 

and
 

both
 

internationalization
 

depth
 

and
 

breadth 
 

that
 

is 
 

the
 

evolutionary
 

succession
 

pattern
 

weakens
 

its
 

positive
 

effects
 

on
 

both
 

internationalization
 

depth
 

and
 

breadth
 

by
 

reducing
 

the
 

level
 

of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in
 

family
 

firms.
 

Based
 

on
 

the
 

above
 

research
 

results 
 

the
 

following
 

recommendations
 

are
 

put
 

forward.
 

Firstly 
 

founders
 

in
 

family
 

firms
 

should
 

make
 

succession
 

plans
 

in
 

advance 
 

and
 

arrange
 

the
 

evolutionary
 

succession
 

for
 

the
 

second
 

generation
 

as
 

far
 

as
 

possible.
 

In
 

the
 

process
 

of
 

evolutionary
 

succession 
 

founders
 

should
 

help
 

the
 

second
 

successors
 

to
 

establish
 

authority
 

legitimacy
 

as
 

soon
 

as
 

possible
 

to
 

reduce
 

the
 

authorit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enerations.
 

Secondly 
 

founders
 

in
 

family
 

firms
 

should
 

rationally
 

understand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of
 

political
 

relations 
 

and
 

actively
 

build
 

a
 

friendly
 

and
 

clean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should
 

strive
 

to
 

build
 

a
 

more
 

just 
 

fair
 

and
 

transparent
 

business
 

environment 
 

so
 

as
 

to
 

fully
 

mobilize
 

the
 

enthusiasm
 

of
 

family
 

entrepreneurs
 

in
 

business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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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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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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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ization 
 

intergenerational
 

authority 
 

founder
 

poli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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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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